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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自其问世以来，就受到种种

质疑和批评，从而成为国内国际学界的一大焦点难

点问题。近年来，宣布马克思剥削观已经失效的各

种论调甚嚣尘上，宣称取代马克思剥削观的各种新

剥削观也层出不穷。奈格里和哈特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声称，由于劳动范式发生了从物质劳动向所谓

“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生产”的转化，所以，马

克思基于工人阶级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或劳动的价

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均已失效和过

时。在资本剥削所指向的对象或客体上，他们提出

了基于“共同性”(the common)而非剩余劳动和“剩余

价值”的剥削理论；而在资本剥削所体现的主体际

关系上，他们提出了基于“诸众”(multitude)而非雇佣

劳动或“工人阶级”的剥削理论。如何看待这种观

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否已经过时？奈格里和

哈特的剥削理论是否成立并超越了马克思？本文

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予以回应并陈述一家

之言。

一、非物质劳动与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失效

(一)非物质劳动霸权

按照奈格里和哈特的说法，所谓“非物质劳动”，

指的是“生产非物质性产品(products)的劳动”。这些

产品如“知识、信息、交流、关系或情感反应”①等，这

些劳动则主要包括智力劳动、语言(交往)劳动和情感

劳动，常见于信息经济和服务行业。在《诸众》的第

二部分，奈格里和哈特指认了非物质劳动在后工业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过时了吗？
——评奈格里和哈特基于“共同性”的剥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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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所处的霸权地位。“这种霸权地位就像一个旋

涡，按照自己的特性逐渐转换其他劳动形式。霸权

地位并不是在数量上占主导，而是在对其他劳动形

式的转化方式上，霸权在这里意味着一种趋势”②。

就是说，所谓“霸权地位”并非指在数量上的优势，而

是就一种劳动形式对其他劳动形式的转化作用而言

的，如19—20世纪的工业劳动在数量上并非占多数，

但却使农业、矿业、甚至社会本身都被迫实行工业

化。随着历史的发展，“正如在前一阶段(工业时代)
劳动的形式和社会本身必须被工业化，今天的劳动

和社会必须被信息化，必须变得智能化和富有情感

性”③。他们从质的维度论证了非物质劳动在后工业

社会取代物质劳动所处的霸权地位，这主要体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根据统计数据，从就业趋势来

看，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食品服务商、计算

机工程师、教师和卫生工作者等非物质劳动力的增

长最为迅速。其次，从整个生产来看，越来越多的生

产领域和劳动形式受到非物质劳动的影响并具有了

非物质劳动的特征。其中，最普遍的是计算机、信息

技术、知识等对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例如对种子采

取信息控制正在影响着农业的发展。再次，非物质

劳动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专利、知识产权等非物质商

品，非物质商品受到法律保护，成为一种私有财产。

最后，非物质生产正以典型的网络式分布形式在整

个社会生活中兴起，并成为理解一切和改变现代社

会的重要方式。这是一种没有统计数据可以捕捉的

趋势。④

(二)非物质劳动与“共同性”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非物质劳动取代传统的物

质劳动占据霸权地位，并且，非物质劳动范式的基本

特征是其与合作、协作和交流的密切联系，而合作、

协作和交流等就内在地包含着所谓的“共同性”。这

种共同性由“自然的”共同性和“人造的”共同性两方

面组成。就前者而言，共同性主要是指“物质世界的

共同财富，如空气、水、大地产出的果实以及大自然”

等；就后者而言，共同性主要是指“知识、语言、代码、

信息、情感”等。⑤它们不仅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前

提和结果，还是社会生产本身，共同性和生产是同一

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事实上，共同性不仅出现

在生产的开始和结束，而且出现在生产的中间，因为

生产过程本身就是共同的、协作的和交流的”⑥。可

见，其所谓的“共同性”不仅在内涵上非常模糊，而且

在外延上也十分宽泛。尽管如此，在奈格里和哈特

看来，正是这种自然的和人造的“共同性”，不仅把非

物质产品同物质产品本质地区别开来，也把非物质

劳动同物质劳动本质地区别开来。

(三)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失效

就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言，奈格里

和哈特明确指出：“并不是说非物质生产的范式是我

们共同的自由生产并平等分享共同社会财富的天

堂，非物质劳动和物质劳动一样，受到资本的统治

和剥削”⑦，或者说，非物质劳动和物质劳动一样，

“仍然处于资本的控制之下”⑧。只不过，资本对非

物质劳动的统治方式与以往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相应地，资本剥削关系与马克思时代相比也发生了

重大变化。

在他们看来，与物质劳动相比，非物质劳动越来

越具有自主性，同时，资本日益处于生产过程和财富

的生产之外。因为“在非物质生产范式中，劳动本身

往往直接生产互动、交流和合作的手段”⑨。鉴此，他

们把“非物质劳动”称作“生命政治生产”⑩，并认为

“生命政治生产往往自主地产生自己的社会合作形

式并生产价值”。由此，他们不赞成马克思关于可

变资本只受资本的激发和聚合的观点，认为非物质

劳动中的合作是完全内在于劳动自身的。在马克思

时代，资本与劳动的合作关系就如同战场上的指挥

官或乐队中的指挥一样，要对这种合作关系加以控

制，资本家就必须把工人聚集到工厂中来，给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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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方法并指挥他们在生产中进行交流和合作。

而在像“情感性劳动”等非物质劳动条件下，“总是直

接创造一种关系，观念、图像和知识不仅是共同生产

的，是在和他人过去的和现在的合作中创造出来的，

而且每一个新的观念和图像都会激发新的合作。语

言的生产，无论是自然语言还是人工语言的创造(如
计算机语言和各种代码)都是协作性的，并且都会创

造新的协作手段。从各个方面来看，合作的生产已

经变得内在于劳动而外在于资本了”。

与劳资关系的上述变化相联系，奈格里和哈特

认为，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剥削理论

也不再成立。因为，马克思将资本剥削定义为对工

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并以剩余价值率衡量工人

受剥削的程度，而剩余价值率的计算公式是：剩余劳

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但问题

在于，由于非物质劳动既在工厂内进行也在工厂外

进行，既在工人的工作时间进行也在他们的休息时

间进行，所以，用劳动时间所进行的价值量和剩余价

值量的测算就成为难题。鉴此，他们提出以“共同

性”作为“质”的衡量标准取代马克思的“劳动时间”

这一价值衡量的“量”的标准。这样，基于非物质劳

动及其“共同性”，他们不仅宣告了马克思劳动价值

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失效，而且提出了一种新的资

本剥削理论。一方面，虽然说非物质劳动所生产的

共同性即知识、语言、代码、信息、情感等，对于资本

而言成为一种外部性的存在，但是资本仍致力于“捕

捉和掠夺这些自主生产出来的共同财富”。显然，

没有这种“共同性”就没有资本剥削，共同性从而成

为资本剥削的对象。因此，“正如我们必须基于共同

性理解价值的生产一样，我们也必须将剥削理解为

对共同性的剥夺”。另一方面，基于对非物质劳动

霸权地位的指认，他们主张非物质劳动成为后工业

时代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从非物质劳动来

看，“大规模工厂工人的劳动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所

扮演的核心角色如今越来越多地由智力的、非物质

的和交往的劳动力来补充”；从生命政治劳动来看，

“在后工业时代，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性价值已经通

过包容而非排斥生产的所有其他要素而成为霸权性

价值”；从资本积累来看，由于资本和劳动关系的变

化，资本积累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今天的资本主

义积累越来越外在于生产过程，因此剥削采取了剥

夺共同性的形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资本剥夺公共物的新一轮原始积累，二是资本对生

命政治劳动的剥削。

总之，基于“非物质劳动”及其“共同性”，奈格里

和哈特重构(实则是抛弃)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剩

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确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这是他们与马克思一致的地方；不同之处则在于，

他们把剥削看成是对非物质劳动及其共同性的剥

夺，“共同性”从而成为理解经济活动和资本剥削的

关键所在。

二、资本剥削：从剩余价值到“共同性”

奈格里和哈特从不同方面论述了资本对非物质

劳动及其共同性的剥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对公共财富的共同性的剥削

资本对共同性的剥削，表现为对“自然的”共同

性的剥夺和对部分“人造的”共同性如公共产业、公

共福利机构和公共交通网络的私有化。就后者而

言，奈格里和哈特重新将原始积累这一范畴纳入研

究视野，并充分肯定了新自由主义批判者的以下判

断：“今天的资本主义积累是一种掠夺性的行动，它

通过剥夺起作用，将公共财富和社会共同持有的财

富转化为私有财产”。具体来说，这种剥夺性积累

主要通过灾难资本主义的形式加以实现，即打着新

自由主义的旗帜，通过私人财团和政治权力的结合，

利用战争、政变、生态灾难等造成的休克状态，通过

对公共产业、公共福利机构、公共交通网络的大规模

私有化，实现对现存公共财富的无偿占有。就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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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对“自然的”共同性即自

然资源的新的剥夺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其典型表

现则在非洲，因为在非洲所呈现的剥夺形式更加剧

烈和野蛮，如对乌干达油田和塞拉里昂钻石的掠夺。

这些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往往属于外资企业，通过雇

用少量的当地劳动力，实现对当地财富的剥夺和转

移，这与原始积累中的殖民政权并无二致。在此，

奈格里和哈特所谓资本对共同性的剥削或剥夺，主

要是指新自由主义政策引导下的对自然资源和公共

财产的私有化和新一轮原始积累；并且，他们强调不

能把资本主义积累单纯地理解为对现有财富的剥夺

和占有，由于财富在本质上是由劳动所创造的，所

以，资本只有通过雇用和剥削劳动力才能实现财富

积累。

如何看待奈格里和哈特的这些观点呢？第一，

在马克思那里，以各种温和的或残暴的形式对自然

资源和公共财产的私有化。例如，“欺骗性地出让国

有土地，盗窃公有地……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

化为现代私有财产”等，构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第

二，资本原始积累的实质在于完成生产资料与劳动

者的分离，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自由劳动力。马克

思说：“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

离的历史过程”，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大量的人

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

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显然，原始积

累是资本剥削的前提条件，没有原始积累就没有资

本剥削；但原始积累不等于资本剥削，后者是在原始

积累基础上，实现对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

无偿占有。第三，把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强行分割

开来。这是一种公开的“剥夺”(如对农业生产者即

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和“掠夺”(如掠夺教会地产)；而
资本剥削则是一种隐藏在等价交换背后的不等价交

换，或者说是“一种表面的交换”，“只是由于滥用字

眼，它才会被称为某种交换”，因而具有隐蔽性。马

克思说：“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代价劳

动”，使得其“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

动”。奈格里和哈特显然混淆了原始积累和资本剥

削，把存在于原始积累中的“剥夺”甚至是“掠夺”混

同为资本“剥削”。

(二)资本对生命政治的共同性的剥削

资本对共同性的剥削，不仅表现为对自然资源

和公共财产等的无偿占有，也表现为资本对生命政

治劳动的剥削。这种剥削主要指向人造的共同性，

“包括我们创造的语言，我们建立的社会实践，定义

我们的关系的社交模式等”。奈格里和哈特认为，

他们对生命政治劳动技术构成的转变的分析，不仅

“涉及共同性的财富的生产，如知识、信息、图像、情

感和社会关系”，而且“这些都被资本剥夺以生成剩

余价值”。换言之，作为具有共同性的财富，知识、

信息、图像、情感和社会关系等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

物，资本通过对它们的无偿占有来实现其剥削目的。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资本对共同性的剥削，除了

对非物质劳动所生产的知识、信息、图像、情感和社

会关系等产品的剥夺，更为重要的是对劳动的一般

性生产能力的剥夺，对劳动的合作性和创造性的剥

夺。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资本不再组织生产协作，

而是通过剥夺协作来实现剥削。显然，“这种剥夺不

是发生在单个劳动力身上(因为合作已经暗示了集

体性)，而是实现在合作性的社会劳动身上，运作在

信息流、沟通网络、社会代码、语言创新以及情感和

激情实践的层面上”。在现实中，资本“剥削和控制

的对象往往不是具体的生产性活动而是普遍的生产

能力，即抽象的社会活动及其广泛的能力。这种抽

象劳动没有具体的地点，但却十分强大。它是心与

手、脑与体的协作的集合；它既无归属又是活劳动创

造性的社会扩散”。2014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

讲中，奈格里进一步指出：“现在资本主义想剥夺的

价值是共同性的价值，是来自个人独特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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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因此，如果继续将价值表达为资本剥削

的对象，那么，这种价值的本质 (“质”的标准)不在

于马克思所谓的抽象劳动的凝结，而在于共同性。

共同性不仅成为剥削的对象，而且随着劳动时间

作为价值衡量标准的失效，剥削无法再被具体化

和量化，共同性取而代之成为价值衡量的“质”的

标准。基于此，在《大同世界》中，奈格里和哈特把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改写为：“剩余价值率不仅是

资本对工人劳动力剥削水平的体现，也是资本对

构成社会的劳动力的生产的共同力量的剥削水平

的体现”。

在笔者看来，第一，资本剥削由两个环节构成：

一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二是剩余价值的实现过

程。在资本剥削的整个过程中，固然包含了人的情

感，也会发生各种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但是，资本

剥削的对象物既非人的情感也非社会关系，而是也

只能是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凝结在商品中的剩余

价值。知识和信息只有转化为商品，或者只有与商

品的使用价值发生“技术性关联”，才可能成为资本

剥削的对象物；并且，它们只有凝结了工人的剩余劳

动，才能现实地成为资本剥削的对象物。第二，至于

奈格里和哈特所说的“协作”，马克思早就指出，这种

协作与分工一样，是人的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它会提

高资本的个别劳动生产力，降低生产商品的个别劳

动时间，从而为资本家带来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

润。很明显，这种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虽说是

由协作和分工造成的，但无论是协作还是分工，它们

都是劳动本身的社会特征，是不同劳动之间的协作

和分工，因而并不排斥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在创造

剩余价值中的作用。就是说，资本获得的超额剩余

价值或超额利润最终依然来自于也只能来自于雇佣

工人的剩余劳动。奈格里和哈特把协作与劳动和剩

余劳动绝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显然值得商榷。

第三，资本剥削是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

有，剩余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剩余劳动。举凡商

品，其使用价值都具有“排己性”，用马克思的话说

它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就是说，是“为别人生产”

的使用价值，对商品生产者本人并不具有使用价

值。而就“共同性”本身而言，其使用价值则不具有

这种“排己性”，恰恰相反，为一切人所共享共有即

共享性和共有性是它们的本质特征。这样，共同性

本身怎么会成为商品呢？又怎么会成为资本剥削的

对象物呢？

(三)资本对大都市的共同性的剥削

资本对共同性的剥削，还表现为资本对大都市

地租的无偿占有。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在马克思

时代，生产由资本家组织，这种生产依赖于协作模式

和资本家的指挥，产业工人在工厂中为其生产利润；

与此不同，由于当下的非物质生产拓展到整个大都

市，所以，“大都市是一个生产共同性的工厂”。有

鉴于此，他们主张以“地租”取代“利润”来诠释资本

主义剥削即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换言之，资本

对非物质劳动的剥削是通过占有大都市生产出来的

“地租”而实现的。他们认为，地租概念体现了经济

学的“外部性”，即资本以外的因素在价值生成中具

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一个建筑物的价值，不再

完全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

“同样或者主要由外部性所决定”。这种外部性既

包括空气污染、交通堵塞、高犯罪率等“负”外部性，

也包括靠近学校、区域内文化思想关系活跃等“正”

外部性。可以说，“地段是靠近和通往共同财富的

别名”，后者不仅包括人们熟悉的公园，还包括“邻

里关系的质量、沟通渠道、智力和文化动力”等。

资本通过对良好“地段”的投资和占有，努力将“负”

外部性最小化，将“正”外部性最大化。可见，“大都

市主要生产地租，这是资本占有自主生产出来的财

富的唯一手段”。

笔者认为，第一，奈格里和哈特所说的城市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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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租金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似乎资本家在大都

市中所获取的任何货币收益都是地租。而实际上，

由于大都市中劳动关系、劳资关系、资本关系的复杂

性和多样性，资本的货币收入具有不同的经济性质，

决不能一概而论。第二，就他们所说的一个“建筑

物”的价值而言，其来源是也只能是劳动者一般劳动

的凝结；资本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是也只能是雇佣

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至于其他外部性因素，无

论是正外部性因素还是负外部性因素，它们所能决

定和影响的是也只能是这个建筑物的价格，正外部

性会提升其价格，负外部性则会拉低其价格。价格

机制在本质上是一种商品价值的分割机制，而商品

价值最终都来自于劳动者活的劳动的凝结。对资本

而言，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之间的分割或分配是

通过“生产价格”机制实现的，而剩余价值最终都来

自于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和创造。奈格里和哈

特显然混淆了商品(建筑物)的价值决定和价格决定，

他们只是看到了大都市中各种外部因素(包括所谓

的共同性)对资本的货币收益(所谓地租)的作用，却

不理解这是一种分割价值的价格现象，是一种分割

剩余价值的生产价格现象。第三，根据马克思的农

业地租和矿山地租理论，无论是绝对地租还是级差

地租，也无论是级差地租Ⅰ还是级差地租Ⅱ，它们最

终都来自于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说：“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

产物。”只不过，剩余价值向地租转化的具体条件、

过程、内在机理各不相同，由此就形成不同的地租。

如果说绝对地租来自于“价值超过生产价格而形成

的余额”，那么，级差地租则来自于商品的个别生产

价格与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即“超额利润”。

当然，这是两种正常的地租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以

“真正的垄断价格”为基础的地租形式。“这种垄断价

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产价格决定，也不是由商品的

价值决定，而是由购买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决定。”

可以说，马克思所讲的这些道理同样适用于奈格里

和哈特所说的大都市租金。通过深入研究弄清楚剩

余价值向城市地租转化的具体条件、过程、内在机理

是必要且重要的，抽象地谈论城市地租并将之归结

为共同性则值得商榷。

三、剥削的主体际关系：资本与“诸众”

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生命政治生产中，不仅资

本剥削的对象物发生了转化，即由剩余劳动转化为

“共同性”，剥削的主体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资本家

仍然是最主要的剥削者(尽管其剥削和管控的方式

发生了变化)，而被剥削者则出现了由马克思时代的

工人阶级向“诸众”的转化。

(一)诸众的内涵与外延

奈格里和哈特并不反对把诸众称为无产阶级，

就是说，在生命政治生产中，遭受资本剥削的诸众仍

然是无产阶级。不过，无产阶级的内涵和外延均需

要加以拓展。他们声言，“从概念上讲，我们将无产

阶级理解为包含所有其劳动被资本直接或间接剥削

并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其中

不仅包括雇佣工人，也包括半就业者、失业者、穷人

等等。在他们看来，“没有质上的差异可以将穷人与

就业工人区分开来，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条件和

创造性活动定义了整个诸众。穷人、失业者、半就业

者和移民的创造力和发明力对社会生产至关重要。

正如今天的社会生产在工厂内部和外部均等地进行

一样，在工资关系的内部和外部也均等地进行”。

可以说，“今天，几乎全人类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吸纳

或从属于资本主义的剥削网络”。奈格里和哈特特

别强调“诸众”和“工人阶级”的概念差异，即工人阶

级在其狭义的理解上排除了非工业劳动如农业劳动

及相应的农民阶级，在广义上则专指雇佣工人，排除

了非雇佣工人的劳动；“诸众”概念则不同，它向所有

受制于资本逻辑的阶级开放，包容了一切在资本统

治下进行劳动和生产的阶级，同时，在生产性诸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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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享有共同性，以致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资

本统治。

在笔者看来，奈格里和哈特的“诸众”概念由于

拓展了受资本剥削的主体范围，所以，与其说是一个

科学概念，毋宁说是一个处于日常思维层面的日常

用语；与其说是对资本剥削的理性批判，毋宁说是一

种骂大街式的情绪宣泄。因为首先，工人阶级是一

个“整体”，既包括在业或就业工人，也包括那些以

“产业后备军”形式存在的失业或半失业人口。马克

思指出：“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

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

全失业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正是这部

分“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

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

大的一样”。其次，作为一种本质抽象，工人阶级是

对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的共同本质的概括，这种本

质由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决定。但像

“穷人”和“富人”这样的用语无非是对处于现象层面

的人们的“货币收入”的一种统计、归纳和分类。用

马克思的话说，这是一种“无概念的关系”，难以揭

示处于本质层面发生在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经

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再次，并非所有的失业、半失业

者都是“雇佣工人”，一如并非所有的“穷人”都是雇

佣工人。穷人、失业者、半失业者和移民的创造力和

发明力对社会生产无论多么重要，他们只有与资本

发生雇佣关系，其创造和发明只有为资本用于生产

剩余价值，才能进入资本剥削的范围。因为，“资本

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

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

动的形式”。最后，在对资本剥削的剖析中，马克思

并未否认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其他非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也未否认在雇佣工人之外存在着大量其

他遭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如农民和手工业者。只

不过，马克思将这些经济因素和经济关系都抽象掉

了。因为，马克思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资

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来看，各种前资本主义的经

济关系，无论是商人资本和借贷资本，还是土地所有

权和地租，都必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相适

应，或者说，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发展。在此意义上，奈格里和哈特并不理解马克

思经济分析中的本质抽象方法。

(二)诸众在危机中的具体形象

在 2012年发表的《宣言》一书的第一章，奈格

里和哈特探讨了危机中的主体形象，即新自由主

义主导下产生的受剥削的不同主体，主要包括：

“金融和银行的霸权产生了负债性主体、被通信和

网络的控制创造了媒介化主体、安全制度和普遍

例外状态构成了遭受恐惧和渴望得到保护的安保

性主体、民主的腐败造就了陌生的非政治化的被

代表主体”。

对于所谓“负债性主体”，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在

马克思的时代工人被剥削，但是这种剥削被商品所

有者之间的自由平等交换所掩盖，而当下的剥削

不再基于平等的交换关系，而是基于债务人与债

权人之间的等级关系。“今天的剥削主要不是基于

(平等或不平等)交换，而是基于债务，事实就是，百

分之九十九的人口受制于——即负担工作、负债、并

服从于——百分之一的人。”对于所谓“媒介化主

体”，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媒介和通信技术越来越成

为生产实践的核心，对于生命政治生产中所必须的

合作来说也至关重要。媒介化是模糊生产和生活界

限的主要因素，“对于许多工人特别是占主导地位国

家的工人来说，通讯和社交媒介似乎一方面让他们

从工作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让他们束缚于工作

之中，有了智能手机和WIFI，你在任何地方都能进行

工作，但你很快就会意识到，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

仍然在工作!”对于所谓“安保性主体”，奈格里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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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认为，监视已经成为当今社会越来越普遍的社会

现象，无论是机场地铁的安检、出入境的指纹提取，

还是各种场所的摄像头等，安全技术都得到了飞速

发展并深入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和身体之中。

他们指出，经济和金融危机增加了恐惧，而其中最大

的恐惧是失业。“你必须是一个好工人，忠于你的雇

主，不要出去罢工，否则就会失业，就无法偿还债务。

由于恐惧，安保性主体不仅接受自己在监视制度中

作为监视者和被监视者的双重角色，同时接受被剥

夺自由的事实。”对于所谓“被代表主体”，奈格里和

哈特指出：“代表权不是实现民主的工具，而是民主

的障碍，因为被代表者这一身份将负债性主体、媒介

化主体、安保性主体整合起来，概括了这些主体屈从

和腐化的最终结果”。首先，金融和财富的力量剥

夺了人们联合和建立组织的可能性，因为人们无法

负担竞选费用。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靠自己的资

源进入政治领域，并在这一领域变得更加富有。其

次，占主导地位的媒体对每一种新兴的民主参与形

式都设置了障碍，只有掌握主流媒介才能更好地进

行政治活动。最后，主流媒体通过各种新闻报道实

施恐吓策略，产生了安保性主体的恐惧。总之，在

奈格里和哈特看来，这四种主体形象作为诸众的具

体代表，正在遭受日益严重的生命政治的剥削。“正

如负债者无法控制其生产性社会力量，正如媒介化

主体无法掌握其智力、情感能力和语言发明能力，正

如安保性主体生活在一个恐惧和恐怖的世界中，被

剥夺了进行联合、正义和爱的交往的可能性，致使被

代表者无法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动”。

对奈格里和哈特所罗列的这些诸众形象，笔者

认为，他们并未构成对马克思工人阶级概念的否证

和解构。因为第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工人

的工资被限制在不触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范

围内；另一方面为了通过出售商品而实现剩余价值，

“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寻求一切办法刺激

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

人有新的需求等等”。其结果，就是使得工人家庭

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入不敷出；并且，这种债务

关系并不排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自由交换关系，

否则，就不属于资本剥削范畴，而是其他意义上的剥

削关系了。第二，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发展，社会劳动过程、分工体系和产业结构等都发

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像“数字劳动”和“数字经济”

这样的新业态、新模式，资本主义也进入所谓“数字

资本主义”时代。在此情况下，资本剥削必然会在

形式上和具体机制上有所调整和改变，对此需要深

入研究；但是，资本剥削的本质特征决不会变化，工

人阶级的本质特征决不会改变，马克思的资本剥削

理论决不会失效。第三，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过

剩人口，马克思指出：“他们不是靠劳动能力本身的

劳动来生活，不再是靠工人的正常再生产来生活；而

是别人用施舍(即所谓慈善事业——引者注)来养活

他们，因此他们变成乞丐和赤贫”。对于这部分人，

资本主义必然会加强监控，使其沦为被监控、“被”保

护的对象，从而失去自由。但传统工人阶级何尝不

是受监控的对象呢？除了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他们哪里有什么自由可言呢？在完成市场交易后，

每一个雇佣工人都会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

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

力的时间”。区别只在于，与以往相比资本家用以

监控工人阶级的手段和方法更加发达，也更为隐蔽。

第四，就经济剥削与政治统治的关系而言，“每种生

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

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票选制工人阶级只

能让渡自己的政治权利，永远无法主导国家的政治

决策。而让渡的结果却是，工人阶级沦为“被”代表

者，不仅无法保障自己的政治利益，反而强化了资本

对自身的经济剥削；不仅无法保障自己的生活和安

全，反而强化了自身的动荡和恐惧。工人阶级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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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政治地位和政治处境，难道有什么新鲜之处

吗？无论如何，这些所谓“诸众”形象都表明，并

非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过时了、失效了，而是

奈格里和哈特并没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工人阶级

概念。

(三)诸众受剥削的主要特征

其一，资本剥削诸众的空间特征。奈格里和哈

特不仅分析了资本剥削对象的转变，而且分析了在

非物质劳动范式转型基础上新的剥削形式即生命政

治剥削的空间结构的变化。他们认为，“情感和智

力，建立合作和组织网络的能力，沟通技巧及其他体

现生命政治劳动的特征的能力通常都不需要固定的

地点，你不仅可以在工作中，也可以在大街上或者家

中进行思考及与邻居和朋友建立关系”。随着生命

政治劳动转移到工厂高墙之外，一方面，“资本主义

剥削关系不再局限于工厂，而是正拓展到一切地方，

倾向于占有整个社会领域”；另一方面，由于生命政

治劳动不仅生产非物质产品，同时生产社会关系和

生命形式，所以“社会关系完全渗入生产关系，使社

会生产和经济生产之间不存在任何外部性”。因

此，“今天的生产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趋向于完

全非地方化、普遍化，它们不仅生产商品，而且生产

丰富而强大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生命政治劳动

在工厂内外、工作内外，在雇佣工人和非雇佣工人

中，在社会和在家庭中都在均等地进行，剥削的地点

拓展到整个社会领域。“新的生产性力量居无定所，

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切地方，在这个无限的真空地带，

他们进行生产并遭受剥削”。在此意义上，“无产阶

级内在于整个社会，并在其中进行生产”。

其二，资本剥削诸众的时间特征。基于剥削对

象和剥削空间结构的变化，奈格里和哈特认为，马克

思对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生活时间和工

作时间所作的区分开始消失。由于共同性如“观念、

图像或情感的生产无法轻易被局限于一天中的特定

时间，所以，生命政治生产倾向于使工作时间与非工

作时间之间的区分失效”。随着共同性的生产拓展

到整个社会生产，不仅在工厂中的工作时间而且在

生活中的其他时间，资本剥削都在进行。于是，“工

作时间及与之相应的剥削和统治逻辑扩散到生活时

间”。此外，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随着劳动时间作

为价值衡量的量的标准失效，剥削无法被具体化和

量化。在此情况下，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如今应该

更多地按照共时关系而非先后关系对剩余劳动时间

和必要劳动时间加以考量”，并且，“对资本增殖和

剥夺的时间性的理解，不能再立足于单位时间的连

续性，而是要基于被排除在线性时间性之外的共时

性”。基于这种共时性，奈格里和哈特将必要劳动

理解为“生产共同性的劳动”，而剩余劳动则是被资

本所占有的社会协作的形式及其他共同性要素。

在此，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相重合，资本剥削也无法

再用剩余劳动时间加以衡量。

其三，资本剥削诸众的整体特征。奈格里和哈

特认为，就整体而言，诸众完成的生命政治生产逾越

了工厂的高墙，拓展到整个大都市。“大都市是生命

政治生产的场所，因为它是共同性的空间，人们在其

中共同生活、共享资源，相互交流、交换商品和观

念”；“大都市之于诸众，犹如工厂之于产业工人”。

这样，大都市成为剥削的主要场所。正是在大都市

中，资本剥削实现了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转变以

及二者之间的整合。他们以市郊的“通勤者”(banlie⁃
usards)为例，具体说明了资本剥削的时空结构转变

以及二者在大都市完成的交织和整合。在时间上，

通勤者劳动的核心特征就是生命政治生产所强加的

流动性和灵活性。他们“缺乏有保证的合同、稳定的

计划和有保障的就业，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在非正

式的工作、变动的任务和挑战中趋于融合”。在空

间上，通勤者居住于“贫穷的大都市边缘”即广大的

市郊地区，每天穿过进入城市的边界只为谋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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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社会上遭受排挤，“他们的行动常常受到一系列

阻碍，在地铁上、在大街上、在购物中心甚至在整个

城市，警察和等级制度阻止着他们的行动”。奈格

里和哈特认为，在通勤者身上可以有效反映出资本

对不稳定劳动者进行剥削和控制的模式。

如何看待奈格里和哈特的观点？笔者认为，第

一，剥削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关系，这种阶级关

系根源于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马克思讲：“一方是

货币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占有

者”，由此便形成了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之间的“阶级

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构

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两极”；并且，阶级剥削和

剥削关系总是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并呈现出这

样那样的时间和空间特征。但是，决不能由此就像

奈格里和哈特那样，把剥削关系归结为时间和空间

关系，进而用时间和空间特征上的变化否定被剥削

者的本质规定。第二，就资本剥削的空间特点而言，

尽管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地点不再局限于工厂，

不再有固定的地点，既可以在家中也可以在大街上，

总之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但这些都不会改变作为

被剥削者的雇佣工人的本质规定。无论在哪里，只

要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就是雇佣工人；也只有为

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才属于雇佣工人的范畴。第

三，就资本剥削的时间特点而言，尽管为资本生产剩

余价值的时间不再局限于工作日，不再有明确的时

间边界，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但是，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只有工作时

间，才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而只要是为

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就是既有别于必要劳

动时间也有别于生活时间的剩余劳动时间。因此，

工作时间的这种变化同样不会改变作为被剥削者的

雇佣工人的本质规定。更何况，资本剥削工人的手

段和特点恰恰是，一方面“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

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

把吃饭时间并人生产过程本身”，即想方设法“把工

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另一方面“为了

自身的利益”，资本家又不得不把劳动时间限制在一

定范围之内，即“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并且，这种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

之间斗争的结果”。第四，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

系如家庭关系可以在时空上交织在一起，例如可以

汇聚在“家庭中”；但是，家庭关系就是家庭关系，与

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夫

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则

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是生产资料的占

有者与劳动力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奈格里和哈特显

然把具有“家庭性质”的关系和“家庭中”的关系混淆

了，尽管说其笔下的市郊“通勤者”与马克思所说的

资本主义社会中“偶然的个人”是完全一致的，值得

肯定和重视。

注释：

①②③⑥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108, p.107, p.109, p.148.

④ Se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p.114-115.

⑤ Se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viii.

⑦⑧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149, p.149.

⑨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147, p.147, p.150.

⑩“生命政治生产”(biopolitical production)或“生命政治劳

动”(biopolitical labor)是非物质劳动的替代性概念，用以强调

非物质劳动既生产物质性商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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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重性特征。本文不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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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Marx's Theory of Exploitation Outdated? ：A Review of Negri and Hardt's

Theory of Exploitation Based on "the Common"

Zhou Xiao Wang Fengming

Abstract：Negri and Hardt question and criticize Marx's theory of exploitation based on material production,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paradigm from material labor to "immaterial labor" or "biopolitical production" in the
post-industrial era. They believe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object of capital exploitation is no longer surplus value, but the
so-called "comm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bject of capital exploitation is no longer the working class, but the so-called
"multitude". As for the former, although they discuss the new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 exploit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y, they confuse not only the "depri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public property i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with the "exploitation" of hired workers by capitalists, but also the one-dimensional determination of
the value of commodities(such as urban buildings) at the essential level with the multi-dimensional determination of prices
at the phenomenal level. As for the latter, since the exploitation relationship is essentially an economic and production rela⁃
tionship, the new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 exploitation in time and space, as discussed by them, have not
formed a nega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Marx's theory of exploitation. The specific images of the so-called multitude, as por⁃
trayed by them, are nothing more than descriptions of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refore
have not formed a nega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Marxist category of the working class. Whether it is "the multitude" or "the
common", due to the unclear connotation and overly broad extension, these two are not scientific concepts that reveal essenc⁃
es and laws, but rather daily expressions that fall into the phenomenal descriptions.

Key words：immaterial labor; the common; the multitude; capital exploitation; Marx; Negri and 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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